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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我从清华毕业70周年。70

年弹指一挥间，回望走过的岁月，最难忘

的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投身时代洪流，为国

效力的奋斗年华。

求学时代

1932年，我出生于半殖民地的上海，

童年的心灵中就隐藏着自强救国的想法。 

我中学在教会学校读书，学校教师水平很

高，理化老师是清华毕业生，数学老师、

班主任是张景昭（西南联大毕业，杨振宁

同届同学，后赴北大任教），英语老师是

外教白约翰夫妇，教材结合时政，采用英

文版的毛泽东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

英文课上，我写了《英国社会主义》《妇

女地位》和《中国和朝鲜》等作文，这些

文章后来相继刊登于上海英文《密勒氏评

论报》的读者来信栏。数理化是自然科学

的基础，外语是获取知识和交往的工具。

中学教育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1年高考时，新中国刚建立不久，

国家百废待兴，工业技术人才缺乏。我

毕业 70 年，回望改革开放流金岁月
○陈文业（1955 届动力）

从童年就有汽车梦，对机械情有独钟，于

是选择了机械工程专业。1952年高校院系

调整，我如愿分入清华动力机械系汽车专

业。同期入学清华的中学同学还有5人：

崔绍荣（汽5）、吴浚郊（铸5）、黄介然

（建5）、许毅复（炼5），以及胞兄陈文

学（炼5）。

清华大学师资水平一流、教学条件优

越、教学方法独特创新。基础理论方面，

教材料力学课的是杜庆华教授；教汽车专

业课的是宋镜瀛、程宏教授；教学实验则

有金属切削机床等，更有其他高校没有

的汽车和摩托车供驾驶，我们体验驾驶了

古老的福特全机械制动转向汽车、现代美

式吉普越野车，以及捷克JAWA摩托车。

我们还学习了清华创新的“速成俄语”，

即先学习科技文法，再熟记2000个单词，

两个月后就能凭借字典阅读以及听懂外教

读音。毕业设计时，班里选派6人前往全

国唯一的国家汽车实验室，由专家指导完

成毕业设计和论文，我幸运地被选中。在

校最后一次考试以及毕业论文答辩时，我

制作了模型以便在有限时间内叙述论文要

点，获得在座苏联专家以及行业评审专

家的好评。这次“创新”萌想，激发了我改

革、创新的理念。清华大学的学习经历和训

练为我后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很好的基础。

投身“一拖”建设

1955年我大学毕业，按照国家需要被

分配去筹建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厂（简称

“一拖”）。我们这批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访菲期间，时任菲律宾副总统劳

雷尔与陈文业（右）亲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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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轻人一起，要在古都洛阳一片空地上

建工厂。初到之时，上无前辈带领，下无

俄文翻译，面对一堆俄文图纸资料，目瞪

口呆。我们依靠清华速成俄语的经验，按

期完成全套苏联图纸资料的翻译，为后来

生产出东方红-54拖拉机出了一份力。

“一拖”按苏联工厂设计建造，我负

责筹建试制试验室，后调到发动机设计

科。我们从设计煤气机、风冷发动机到新

型的斜盘式内燃机，逐个设计、试制，虽

然无一成为产品，但是锻炼了我的设计和

研发能力。1959年，“一拖”建成开工，

我完成建厂使命。1962年调往北京。

1963年我调入北京内燃机总厂（简称

“北内”）。1966年“文革”开始，下放

劳动，干了四年车工。我依靠在清华学到

的机电知识，设计制造了半自动组合机床

和电火花机等，助力了生产。后又因缺电

停工，我被调去自建发电站。我带领两名

转业青工和一名老师傅、一名中专电气技

术员开展工作，翻译全部英文资料供大家

学习，然后带领大家建造地基、组装全套

机组。那是从捷克进口的发电机组，高达

两层楼。面对庞然大物，没人敢启动，我

上阵启动、发电、并网，解决了工厂停电

停产的问题。 

改革开放，迎接新生事物

新中国成立后，以计划经济模式建立

了完整的工业基础和体系，但重工业还是

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技术产品。改革开

放，一走出国门，发现我们的产品和技术

已落后国际先进水平20年。1978年，机械

部开展对外技术引进工作，接待意大利菲

亚特集团，因为找不到意语翻译，举办第

一次讲座时是采用的英语。当时的英语专

业毕业生英语荒废了多年，上台翻译，因

不懂专业术语而卡壳，我尝试借助专业知

识和年少时学习的英语，顺利翻译救场。

为使外国人了解中国，个别工厂被开

放作为窗口，接待外国人参观。“北内”

是北京市重点涉外工厂，每当有外宾来参

观，由厂办主任和我接待、陪同参观，并

进行简短座谈。

1979年，“北内”引进德国KHD公司

风冷发动机制造技术，使用其图纸资料制

造产品，我协助总工谈判、签订制造技术

许可证协议（Licence Agreement），这是

我国引进的第一项内燃机制造技术。在

此过程中，我还学习到协议中相关的法律知

识，为日后谈判以及签订协议打下了基础。

1980年，机械部内燃机行业与英国吕

卡多（Ricardo）内燃机研究所设立技术

交流项目，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和北内研究

所（简称“北内所”）参加了4年中英两

国的会议，轮流主谈，我担任“北内所”

的代表。1982年我又负责“北内”和吕

卡多改进4115柴油机和492汽油机研制项

目，这两个项目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中

外共同研发的首批项目。

开大国门，中外合资  

20世纪80年代，我们与国外的合作方

式由单纯引进制造和研制技术，深入到中

外合资经营。这一时期，我参与了一系列

的合资谈判。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简

称“北汽”）和美国汽车公司（AMC）

合资谈判的后期，我参与到工作中，当年

签约。1984年1月15日，北京吉普汽车有

限公司成立，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中外合

资的汽车企业。首届中方领导（均任副

职、下届轮换）包括：冯献堂（1950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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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曾任陕西汽车制造厂厂长、北汽副总

工）任副董事长，赵乃林（清华夜大毕

业，北汽原厂长）任副总经理。公司下设

六部，同样来自汽5的杨凤年和我分别担

任产品部副经理以及质管部副经理。

中外合资在当时是新生事物，股比

51:49，中方任董事长。在企业管理方

面，按双方各自上下级直属、权责自负的

规则。质管部美方经理出管理规则和检测

技术资料，中方经理负责在厂内和外协厂

中推行。因双方管理体制和标准不同，不

断出现双重标准或水土不服的情况。我身

为中方质管部经理，管理部门170多人，

依靠20多名技术人员管理厂内20多个部门

和检验站，还要监管30多个外协厂。我的

责任是确保汽车出厂质量，避免造成工厂

停工和上级国家质管部门勒令停产整顿。

厂内同时还有驻厂军代表对军车进行监

管，责任之重、难度之大，难以想象。那

时我每天挤公交车两个小时上下班，一到

办公室，桌上就是一堆问题清单，必须立

即逐个解决，否则面临停产风险。工作如

同战斗，干了一整年，初步建立了适合国

情的管理组织和方法。这是我一生中最艰

难的工作经历之一，终生难忘。

1987年，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的第

一个产品下线。彼时中美关系友好，两国首

都结为友好城市，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封

明为率团访美，中方的赠礼即是中美合资

生产的第一辆样车，由时任我国驻美大使

韩叙主持仪式，我作为团员参加了仪式。

在改革开放前沿香港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一机部与港合办香

港CEM公司，目的是在不同制度交汇处

开设一个窗口，以便获取信息、引进技

术。但引进技术需要外汇，发展经济需要

依靠出口，出口又必须开拓海外市场。为

促进出口创汇，国务院专门成立了机电产

品出口领导小组，统筹扩大制造业的机

电产品出口工作。1986年我被派往香港

CEM任经理，开拓相关业务。

我到了香港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上

海。香港回归前，英文、粤语是官方语

言，且使用繁体字。公司内说普通话，一

出公司则说粤语。我读中学时有来自广东

的同学，他们交往均说粤语，这使我能听

懂粤语，在香港待了一段时期，我便可以

说类似非土生粤籍港民的“粤语”。

我切换使用粤、沪方言，普通话和英

文，游刃有余，顺利过了在港工作生活

的语言关。

鉴于两地工资水平差异，公司仅

雇佣个别香港文秘人员，全部业务工

作均需经理依赖国内公司独立完成，

这段时期锻炼了我独立应付复杂局面

的能力。彼时我国机电产品还处于别

国50年代的技术水平，与新兴“亚洲

四小龙”的强势产品相比，还处于弱

势局面，想在海外市场找到立足点，面
访美代表团合影。左 4为时任驻美大使韩叙，左 5

为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封明为，右 1为陈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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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成功地做了

几件事：

1.政经两手抓，开拓菲律宾市场

80年代中，菲律宾政局动荡，经济上

百废待兴。1986年，我结识一位由沪移居

菲律宾的港商和他早年居沪时的菲律宾好

友F·劳雷尔，后者出身政治世家，是时任

菲律宾副总统的侄子。当我提出想开拓菲

律宾市场，他即以个人名义发出访菲邀

请。我方立即组团访菲，抵菲后，先后受

到资深政治家、议员以及劳雷尔副总统的

接见，并与菲律宾Signet公司开展交流，

奠定了良好的政经领域沟通与合作基础。

1988年，菲军方更换装备，招标进口

1500辆军用越野车，价值400万美元，各

国无不竭力争夺。我方获悉后即组织国

内“中汽”与“北汽”联合编写标书，由

Signet公司投标。我方技术要求全部符合

标书，在价格方面，其他国家无法匹敌，

后因国内出口管理问题，山寨品牌的干

扰、冲击，导致错失政经良机。不过经过

不屈不挠的努力，1989年和1990年，我们

向菲律宾出口整车、SKD轻型货车以及大

客车，总计105辆，创汇145万美元。

2.开拓韩国和中国台湾市场

1990年，我在港工作时结识韩国广林

公司董事长，恰逢台湾招标188辆压缩式

垃圾车，广林公司中标。我与广林公司商

议选用承载压缩装置的中吨位汽车底盘，

因为彼时我国汽车技术、性能不占优势，

但中吨位载重车性价比有竞争力。一汽的

CA141改用柴油机后，皮实耐用，是我们

希望选择的型号。当年中韩还未建立外交

关系，很多流程需经香港中转；台湾对大

陆也禁止通邮、通航、通商，大陆的产品

和人员无法进入台湾。可以说，在这种情

况下开拓市场困难重重。为此，我与广林

公司人员同赴长春与“一汽”商讨如何解

决。最终，我们创造性地解决了问题，两

年向台湾以及韩国共出口载重车330辆，

创汇307万美元。至此，我开拓菲律宾、

韩国、台湾市场，共创汇452万美元，为

国家的对外贸易作出了贡献。

3.扭转摩托车出口颓势

在摩托车出口方面，我也做了很多工

作：90年代初，我国摩托车产业薄弱、技

术落后。曾有德国商人购买3辆样车，因

安全认证问题而终止。随即我们的出口

策略转向非洲，首选非洲富裕的毛里求

斯。分析毛里求斯1988年至1990年进口摩

托车的资料，发现在毛里求斯清单上，

我国嘉陵牌摩托车由310辆跌至149辆，

从第5位跌至第6位。彼时的中国出口依

靠分散和单干的方式，已濒临被挤出毛国

的局面。因此我们调整策略，采取集中和

代理方式。我协助寻找有实力的毛国代理

商，按嘉陵提出的条件授予其在毛国的代

理权。1991年4月底，我陪同毛国代理商

赴重庆签订协议。协议执行后，到1991年

底，仅8个月就出口了346辆，是1990年全

年出口数量的两倍多，1992年继续增长至

533辆，超过嘉陵提出的年出口500辆目

标，彻底扭转了出口毛国市场的颓势。 

4.引进日本技术和装备

80年代中期，我国机动车数量激增，

车辆安全监管问题提上日程。当时车辆安

全检验依旧采用传统单项手工检验，检验

技术严重滞后，无法满足要求。利用香港

信息窗口的优势，我们了解到一家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且自动化程度高的日本公

司。经协商，这家日本公司为北京朝阳汽

车检测场建立全自动车辆检测线。检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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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88年7月建成，车辆从入口逐项检测

至出口取得检测报告，全过程自动检测，

这是当时北京第一个现代化的由中央计算

机控制的全自动汽车检测场。这个中央计

算机控制系统是由清华计算机系的专业人

员开发运行的，其自动化程度甚至超越了

日本原厂。这也引起了公安交管部门的关

注，他们还派专人来取经。

工厂转型，惠及全国

90年代中期，广东粤海汽车改装厂

（简称“粤海”）组装皮卡，产销两旺。

不过“粤海”居安思危，意识到组装不能

长久，遂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合作，共

同选择未来的产品，决定在高速公路救援

清障车这一领域发展。当时我在中国汽车

进出口总公司工作，与“粤海”、清华汽

车系展开三方合作，调研、考察，最终选

定美国第四大清障车厂Vulcan 产品。样车引

入后，分析、研制、试验，产品全部符合国

家标准，登上汽车产品目录，批量投产和销

售。此平板型清障车进入市场后，不少地方

工厂仿制生产，使用遍布全国。“粤海”

也得以飞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清

障车厂、亚洲生产清障车的龙头企业。

我成长于大学时代，受益于清华的教

育和培养；投身于建国年代，参与建立我

国第一个拖拉机厂；效力于强国时期，冲

在改革开放前沿，从对外交往、引进制造

技术到建立第一个中外汽车合资企业，

再到被派往香港，开拓菲律宾、韩国、台

湾市场和引进日、美技术填补国内产品空

白。我的一生充满了对新事物的挑战，我

的成长和工作无不得到清华师长的教导、

学长以及校友们的支持。毕业七十年，水

木清华，教我育我，终生难忘！

陈
进
禄
学
长

奋斗在四川的清华学子成千上万，我

是其中一个。我这颗小小的螺丝钉已经运

转了86个年头，往事连篇，仿佛就在眼前。

1938年11月18日，我出生在江苏省启

东市永和乡自由村一个贫寒的家庭里。父

敢向时代潮头立  沧海一粟也永恒
○陈进禄（1965 届水利）

亲是地下党员，家里我最小，由于无钱上

学，只好在家认“块头字”（硬纸板剪成

三平方厘米，把字写在纸板上供孩子读

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上了永和

自建小学。那时学习特别刻苦，直到现在

我还能背得出第一节语文课。二年级考了

第一名，之后接连跳级，用三年半的时间

读完了六年的小学课程。1952年考入启东

中学，1955年考入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1958年考入清华大学。我是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个考取六年制清华大学的启东人，我

十分珍惜这份幸运。

1965年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曾病


